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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中的新旧动能转换
进程：趋势特征与省际差异

引 言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系列论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举措是推动经济

发展新旧动能转换。那么新旧动能转换自2015年10月被中央确定为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

发展到今天，到底进程如何？这一问题非常重要，能否做出科学研判，直接决定着新阶段高质量发展目

标能否顺利实现。实际上，自2015年11月，中央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随后的一系列包括减税

降费在内的公共政策，都是在为新旧动能转换创造条件、提供激励。尤其是在中国经济经历了前期多年

的高速增长和公共政策刺激后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

叠加”阶段，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变得更为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其系列讲话中所指出的，“当前，世

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正处于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提供的

动能面临消退，新一轮增长动能尚在孕育。”[1]然而，为了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一些时候一些地方缺乏对

新旧动能转换进程的准确判断，出台了一些与实际脱节的公共政策，实施了一些超越实际的改革创新，

不仅未能收到加快新动能生长的效果，反而造成了公共资源的错配，最后又不得不在经济遭遇外生冲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准确研判我国新旧动能转换进

程，后者既是紧平衡约束下助力新动力生长的公共政策选择依据，也是新阶段谋划新格局的重要

基础。本文以党和国家层面相关政策文件为基础，通过构造三维一体的指标评价体系，对我国新旧

动能转换进程及其阶段特征进行评估，对新旧动能转换的地区差异及其经济增长效应做出识别。

研究得出：第一，新动能与旧动能总体呈现此长彼消关系，新旧动能转换进程逐步加快，2001年至

2005年，经济增长的双轮驱动特征非常明显，2006年至2019年，新动能的相对优势逐渐凸显；第

二，新旧动能转换进程在地区间存在巨大差异，经济发达地区的新动能生长显著高于经济欠发达

地区；第三，新旧动能转换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尤其是在东部沿海省市之间，新动能生长的空间

集聚特征明显；第四，新动能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拉动作用，旧动能虽然在初期能够带动经济发

展，但长期却阻碍了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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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时重新依靠旧动能稳定经济增长。

2016年以来的中国公共政策和改革创新实践证明，新阶段谋划新格局，关键还是需要依靠对经济

发展新旧动能转换进程的准确研判。然而，对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进程的研判面临许多挑战。一是构

建新旧动能转换进程的评价指标体系需要对新旧动能做出科学界定，而从各国，尤其是中国的发展经

验看，新旧动能并不是一个有明确边界的概念。二是新旧动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总是此消彼长和

单向线性关系，外生冲击和稳增长要求使得新旧动能关系在现实中非常复杂。三是新旧动能作为一个

规范性概念虽然有明确指向，但无论是新动能还是旧动能，现实支撑量化分析的统计数据很有限。正因

为上述问题，对中国新旧动能转换进程的研究非常少，仅有的几篇文献不仅在度量新旧动能指标上存

在巨大差异，而且在结论上很不一致。例如，有研究从需求侧、供给侧及结构转换视角构建中国新旧动

能转换进程评价指标，认为中国新动能指数在2013年就开始超越常规动能[2]。也有研究从投入与产出

两个视角刻画新动能，并基于相对标准化法对新动能的动态变化做出判断，认为新动能定基指数在

2014—2018年增长显著[3]。然而，以往大多文献要么没有区分新旧动能，要么只是评价新动能的动态变

化特征，从而难以从整体上识别中国经济发展动能的转换进程。除此之外，以往研究考察的时间段都相

对较短，且未能将科技创新、5G网络等助力新动能生长的因素作为重要维度予以关注。更为关键的是，

以往大多文献在选择评价指标上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依据。

本文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基于中央文件构建的中国新旧动能刻画指标体系更能契合中央

精神，更能反映中国在发展方式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上的推进方向和决策选择逻辑；第二，足够长的考察

时段不仅能够刻画新动能生长的趋势特征，而且能够观察到外生冲击对新旧动能的非线性影响，以及

旧动能惯性强度；第三，基于新旧动能转换进程的空间异质性分析，能够更充分揭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出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逻辑，以及新动能生长的溢出路径。全文剩余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制度分

析，揭示新旧动能转换提出的现实逻辑和认识变化；第三部分基于中央权威文件，建立新旧动能刻画的

指标体系；第四部分深入讨论新旧动能转换进程的趋势特征和空间结构；第五部分揭示新旧动能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第六部分为结论与启示。

一、典型事实与政策演变
研判中国发展新旧动能转换进程，如果不了解中国在推动发展方式转型上走过的曲折道路，就不

会理解当下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下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实践逻辑。应该说，中国经济发展对新动

能的需要，主要源于现实约束倒逼出全社会在旧动能驱动的发展困境上形成的共识。正是见证了依靠

旧动能的传统发展模式给中国的长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带来许多阻碍，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

便开始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探索之路。“八五”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基础工业和基

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瓶颈”制约得到一定缓解。在尝到了集约化发展带来的好处之后，全社会就更加

重视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党中央和国务院更是高度重视。1996年，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

集约型转变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后的1997年，可持续发展战略被写入党的十五大报告。然而，东南

亚金融危机的意外冲击让中国在面临稳增长压力下不得不通过大规模要素投入稳定经济运行，最典型

的就是以扩大支出为主要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运用。投资驱动在2001年加入WTO的助力下，的确帮助

中国实现了改革开放之后最快的经济增长，但投资驱动的短期成效让各级地方政府对投资驱动产生了

依赖，尽管党中央和国务院在2003年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用信息化带动工业

化，2005年又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甚至集约型、节约型发

展模式被确立为“九五”“十五”时期的发展方向，但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带来的增长效应，使得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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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的经济增长成为了各级政府发展经济、尤其是稳定经济的重要经验。

这一经验在2008年中国经济遭遇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系统冲击时得到了又一次应用。然而，外部

形势的深刻变化和长期依赖投资形成的驱动力衰减，使得中国经济在高投资驱动下也没能回到过去高

速增长的道路，而是一路下行，这里不免有规模因素，但从过去的高速到中速震荡下行已经成为事实。

长期的投资依赖，让中国经济集聚了一系列失衡状态下的运行风险。其一，消费率持续较低和投资率持

续偏高的结构失衡风险。尽管多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增强内需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消费增长始终乏力，严重影响了国内大循环畅通。其二，投资冲动带来了地

方政府债务累积。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下，各级地方政府为保增长，创新了发展经济的融资方

式，政府投资平台的作用被迅速放大，形成了财政金融化和金融财政化互动的融资创新局面，以及在这

一局面下的产业结构扭曲和地方政府性债务“井喷式”增长。其三，创新力不足与制造业发展面临被“卡

脖子”风险。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使得中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一般性生产要素投

入，而高端人才、技术、知识、数据等要素投入比重偏低，导致中高端产业发展不足。资源错配下的中国

制造业，尤其是那些创新力很强的中小型制造业企业，得不到充足资金支持。为了发展，企业将注意力

集中到快钱项目上，各级地方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到有助于稳增长的项目上，企业颠覆性创新和破坏性

创新意愿不足，各级地方政府体制机制创新的动力不强。

面对外部不确定性频发和内部诸多问题凸显，2015年年底，中国提出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

将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目标，随后的2016年，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被写

入政府工作报告。为了明确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方向，中国在2017年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

管理优化服务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意见》（国办发〔2017〕4号）。在这份文

件中，新动能被描述为以技术创新为引领，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以知识、技术、信息、

数据等新生产要素为支撑的动能系统。进一步，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新动能形成的紧迫性，指出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

力的攻关期”，同时指出要“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

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并将“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奋斗目标，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

核心，是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2018年至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又进一步丰富了新动能

内涵，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推动网络提速降费，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支持力度，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等。随着数字技术变革，新动能又被继续丰富。其中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调研

时强调，科技创新需要在新基建、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新产品和新业态上不断取得新突破。随后，为

加快新动能生长，中央围绕新基建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发布了多个文件。至此，新动能在决策层不仅得

到了共识，而且形成了明确方向和工作重点，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已经成为中国相当长时期经济发展的

中心工作，新基建成为新阶段发展壮大新动能的重要抓手。

二、指标设计与测算方法
（一）指标设计

对新旧动能转换进程做出科学研判，关键是要能对新旧动能做出明确界定，再据此构建逻辑一致

的量化指标。已有研究都是遵循这一路径，但已有研究都侧重于新动能，所以无法全面观察新旧动能转

换进程，毕竟新旧动能转换是一个以科技创新为代表的新动能逐步生长，以要素驱动为代表的旧动能

逐步衰退的过程[4-5]。不仅如此，已有研究在界定新动能上都缺乏政策依据，随意性主观性较大。为避免

上述情况，本文严格遵照中央文件关于新旧动能的表述，以此为依据建立刻画新旧动能的可量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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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央文件对新动能的各种权威表述，新动能特征可概括为：以技术创新为引领，以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以知识、技术、信息、数据、人力资源等新生产要素为支撑的增长驱动力。基于这

一特征描述，本文对新动能作了三个方面界定。

第一，科技支撑。新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作为系统的内生变量，认为技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

响因素。实践也证明，科技创新是推动中国技术进步有效性的真实驱动力，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源泉[6]。基于此，本文选择地区内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机构的企

业占比衡量研发投入，以地区技术市场成交额与专利授权数衡量科技成果。

第二，创新驱动。创新作为一种自我强化机制，能够显著提升经济绩效[7]，是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核

心，是新时期、新阶段、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8]。高质量人才资源是实现创新驱动的关键

要素[9]。为此，本文以地区普通高等学校数、地区内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作为人力资源衡量指

标。此外，企业是创新活动的实践主体与关键力量，因此，本文以地区创业板、科创板、新三板挂牌公司

数量作为对创新活动指标的衡量，以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高技术产业产品出口交

货值作为创新产出的衡量指标。

第三，资源支持。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需要基础网络设施等方面的资源支持。对高技术产业的

投资支持是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的重要基础。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将是新阶段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选择。为此，本文将互联网普及率纳入资源支持类指标体系，同时，选择高技术

产业投资额作为金融支持指标，单位工业增加值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当年获得的绿色发明（绿色实

用新型）数量作为绿色发展指标，居民文教娱乐服务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重衡量消费升级。

基于以上三方面，本文构建了一个三维三级指标体系。有新必有旧，经济总是在新旧动能的转换中

向前发展，为此，本文基于旧动能的普遍共识，从资本、土地、劳动、外需、资源、基本消费六个角度构造

旧动能指标体系。

表1 中国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进程评估指标体系

类别

新动能

旧动能

一级指标

科技支撑

创新驱动

资源支持

资本

二级指标

研发投入

科技成果

人力资源

创新活动

创新产出

基础设施

金融支持

绿色发展

中高端消费

固定资产投资

三级指标

地区内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10]

规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机构的企业占比

地区技术市场成交额

地区专利授权数

地区普通高等学校数[11]

地区内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全时当量

地区创业板、科创板、新三板挂牌公司数量

地区规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

高技术产业产品出口交货值[12]

互联网普及率

高技术产业投资额[13]

单位工业增加值的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

当年获得的绿色发明数量和绿色实用新型数量合计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占比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

全年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比的加权平均数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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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劳动

外需

资源

基本消费

土地出让

劳动人口

出口

环境污染

能源消耗

恩格尔系数

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单位面积成交价款

15岁至64岁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14]

经营单位所在地出口总额

单位工业增加值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能源消费总量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食品支出占比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全年食品支出

占比的加权平均数

（二）测度方法

测度方法分两步，第一步是基于三维三级指标体系构造新旧动能指数，第二步是基于简化的CD函

数测度新旧动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第一步的指数构造采用熵权法计算合成。具体计算过程

如下：

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各个指标之间的量纲差异，进而得到第i省第t年第k

个指标Xitk的标准值：

θitk =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ï
ï
ï
ï

Xitk - min (Xitk )
max (Xitk ) - min (Xitk ) , Xitk为正向指标

max (Xitk ) - Xitk
max (Xitk ) - min (Xitk ) , Xitk为负向指标

（1）

~θitk = ì
í
î

θitk if θitk ≠ 0
θitk + 10-4 if θitk = 0 （2）

其次，计算标准化后各项指标的熵值：

Ek = - 1
ln(n) ∑ni = 1

é

ë

ê

êê
ê
ê

ê ù

û

ú

úú
ú
ú

ú~θitk
∑ni = 1

~θitk × ln ( )~θitk
∑ni = 1

~θitk （3）

其中，n表示样本量。

再次，第k项指标的熵权为：

Wk = 1 - Ek
∑mk = 1 (1 - Ek ) （4）

最后加权得到综合指数γit为：

γit = ∑n
ki = 1Wk × ~θitk （5）

第二步中的增长促进效应采用最基本的CD生产函数，将新动能和旧动能作为经济增长的两个驱

动力，就如两个生产要素一样，构造一个有新旧动能驱动的经济增长函数。具体情况如下：CD生产函数

定义为（6）式，其中，NE表示新动能，OE表述旧动能，其中，α、β分别表示新动能、旧动能的产出弹性，Rit

与δ分别表示影响产出的其他要素及其产出弹性。

Yit = (NEit )α (OEit )βRδit （6）

对（6）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后可以得到（7）式：

lnYit = αlnNEit + βlnOEit + δ ln Rit （7）

以 Υ̇、ṄE、ȮE分别表示总产出、新动能、旧动能对时间的微分，从而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NERit）及旧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OERit）可以分别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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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Rit = α ṄE/NEẎ/Y （8）

OERit = β Ο̇E/OEẎ/Y （9）

其中，
Υ̇
Υ、
ṄE
NE、

ȮE
OE分别表示总产出、新动能、旧动能的增长率。

三、中国新旧动能转换进程评估及解读
（一）整体趋势分析

图2呈现了依据表2计

算得到的新旧动能指数的

时间变化路径，从图2中可

以看到，2001—2019年，中

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呈

明显波动式上升趋势，而旧

动能指数则呈现出整体下

降趋势。分阶段看，2001—

2005 年，中国经济发展的

新旧动能均呈上升趋势，

2006—2019 年，新动能指

数依然保持上升趋势，而同

时期的旧动能指数则呈现

整体下降趋势，新旧动能此长彼消的趋势体现出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新旧转换。

1.第一阶段（2001—2005年）：新旧动能双轮驱动

为对冲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1998年通过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为经济增

长注入了政策动力，从1998年至2001年，增发的长期国债从1000亿元增长到1500亿元，至2004年，累

计发行量达到9100亿元。①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助力了旧动能生长和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随着中国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开始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交换体系，在全球化推动下，凭借劳动力比较优

势一跃成为“世界工厂”。投资拉动和全球化接入，让旧动能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出口依赖型发展模式更

加明显。2001—2005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38.05%增长到了62.42%。与此同

时，“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必须依靠体制创新和科技创

新”也开始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加之经济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以模仿和吸收为主

的学习型技术进步开始出现，模仿式创新快速增加和扩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随之扩大。在这一过程

中，新动能开始快速生长，对经济发展贡献逐步提高。

2.第二阶段（2006—2019年）：新旧动能转换加快，新动能作用超越旧动能

投资驱动型增长持续多年，经济也开始出现局部过热和结构失衡。为此，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提出，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2005—2007年，国家预算赤字

安排从3000亿元减少到245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从1100亿元调减为500亿元②，以投资驱动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2005年。
②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2008年。

图1 2001—2019年中国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时间趋势

注：因数据缺失原因，本图及后文图表的统计范围均不含我国港澳台及西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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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旧动力势能开始减弱。与此同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把增强自

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科技创新被置

于更高战略地位，整个经济也加快了从资源密集型、环境污染型、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型发

展模式转变步伐。以创新驱动为代表的新动力开始快速生长，新动力势能得到进一步释放。然而，2008

年汶川地震的发生，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为了稳住经济基本

盘，宏观调控的着力点随之转到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上，并再次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

币政策。在双松政策支持下，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牵引的投资驱动力又开始发挥作用，从而导致以投资驱

动为代表的旧动能短暂回升、以技术进步为代表的新动能短暂回落的情况出现。但随着中国劳动力成

本快速上涨以及出口环境的变化，依靠人口红利、外需拉动的旧动能终究难以稳住经济下滑势头[15]。与

此同时，随着2009年中国“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出台，淘汰落后产能、加快技术创新正式被确定为国家

长远发展战略。从整个“十二五”期间的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看，经济发展在经历了短暂旧动能上升和新

动能下降后，重回“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轨道。随

后，新动能开始稳步增强，旧动能开始减弱。新旧动能的转换势头在“十三五”时期基本保持稳定。

（二）分地区比较

图2呈现了中国分区域的新动能指数。从图2中可以看出，从东到西，新动能的区域差异非常明显，

并呈逐级递减。这种逐级递减很大程度上与三大区域获得的政策支持和面临的竞争压力有关。为鼓励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助力东部经济发展的支持政策，同时也对东部地区率先闯出一

条集约化经济发展之路提出要求。而东部地区间相互竞争更加激烈，又倒逼其通过持续技术创新保持

竞争优势。相比较西部各省，尽

管也有中央政策支持，但作为

市场主体的企业，无论是管理

水平，还是技术创新能力，都相

对较弱，所以其新动能初始水

平就相对较低，生长相对较快。

夹在中间的中部地区，因长期

处于政策洼地，所以向新动能

转换没有东部那么快，但紧邻

东部，后者对其产生了巨大外

溢效应。同时，来自于东西部的

两面压力，促使中部地区不得

不加速新动能生长。上述两方

面共同作用，中部各省出现了

最快新动能增长。

从趋势看，东、中、西部地区的新动能指数均表现出明显波动上升。东部地区从2001年的0.310增

长到了2019年的0.549，增长约77.10%。中部地区从2001年的0.158增长到了2019年的0.479，增长了

约203.16%。西部地区从2001年的0.127增长到了2019年的0.350，增长了175.59%。从发展差距看，

2001年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新动能差距为0.183，2019年则升至0.199，说明新动能生长的东西分化

进一步扩大。相比较，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差距从2001年的0.152减少到了2019年的0.07，表明在

图2 2001—2019年中国分地区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①

注：因数据缺失原因，本图的统计范围不含我国港澳台及西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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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依据为国家统计局关于经济区域的划分，并将东北地区归为东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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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追赶和外溢效应带动下，东中部的新动能有所收敛。

新旧动能转换进程的省域异质性更明显，诸如河北、山西、安徽等省区表现出新动能波动上升、旧

动能波动下降的新旧动能转换路径，而诸如黑龙江、上海、海南等地区则表现出新旧动能近乎同步发展

的转换路径，江苏、浙江、山东等省近些年的新旧动能发展差距越来越大，新动能展现出迅猛的生长态

势，而四川、陕西、甘肃等地区2010年以来新动能发展相对较为平缓。相比较，北京、上海等地区反而在

高水平上经历着创新驱动的天花板效应，所以总体呈现出新旧动能双轮驱动的发展特征。

(三）空间相关性分析

为分析新旧动能转换在省域间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利用全局莫兰指数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

2011年之前，经济发展新动能的空间相关性较弱，自2011年开始，新动能空间相关性基本在1%水平上

显著为正，说明对新动能的竞争在2011年之后开始更加激烈，同时也说明，以企业为主的新动能转向

因其必然的产业关联而在地区间形成较强的外溢效应，带动了周边省区新动能生长。旧动能的莫兰指

数虽然基本为正值，但在绝大部分年份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表明依靠旧动能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

模式基本不具有空间集聚效应。形成新旧动能空间相关性显著差异的原因肯定有很多，但研发要素的

区际流动，一定是一个重要因素[16]。而随着高质量发展被中央明确为国家战略，地方政府对新动能的追

逐将会让新动能的空间相关性更加显著。

四、新旧动能的经济增长效应
尽管新旧动能被认为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两股驱动力，但新旧动能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还是有不

确定性，尤其是新动能的经济增长效应，从微观传递到宏观，链条要比旧动能更长，所以很容易因其他

原因造成传导不畅，进而形成对经济较弱的增长效应。也正因如此，习惯于旧动能驱动的地方政府，在

经济遭遇外生冲击时，稳增长压力会很容易唤起地方政府重回旧动能发展之路。为了揭示新旧动能的

经济增长效应，在（7）式基础上建立计量模型，即（10）式，其中，ENEit 、EOEit 和Xjit分别代表新动能、旧动能和

控制变量①,δt和 θi分别为时间固定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因变量为GDP对数。表2报

告了回归结果。

lngdpit = α0 + α1ENEit + α2EOEit + ∑βjXjit + δt + ϑi + εit (10)

从表2可以看到，新动能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而又积极的影响，旧动能对经济增长却表现

出负向影响，表明依靠旧动能的发展模式长期会抑制经济增长。正如前文所述，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使

得中国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日益严峻，投资推动型发展模式在短期快速聚集资金、促进

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产能过剩、产业结构扭曲、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问题，尤其房地产投资热潮

导致高房价带来的消费约束效应和资源挤出效应更是抑制了经济高质量增长，而过度依赖外需的经济

发展模式在面临国际经济波动与贸易保护主义时也变得难以为继。因此，依靠旧动能的传统发展模式

给中国的长期、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阻碍。

表2 新旧动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估计

新动能

(1)

lngdp

1.77***

(28.38)

(2)

lngdp

0.12**

(2.64)

(3)

lngdp

0.09**

(2.47)

(4)

lngdp

(5)

lngdp

(6)

lngdp

(7)

lngdp

1.85***

(30.79)

(8)

lngdp

0.09*

(1.91)

(9)

lngdp

0.07**

(2.08)

①控制变量参考已有文献包括了年末常住人口、建成区面积、城镇化率以及自然灾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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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动能

_cons

控制变量

省份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N

R2

11.12***

(146.48)

no

no

no

570

0.59

8.08***

(94.20)

no

yes

yes

570

0.98

4.90**

(2.20)

yes

yes

yes

570

0.98

-0.30*

(-1.91)

8.80***

(47.36)

no

no

no

570

0.01

-0.22**

(-2.48)

7.65***

(76.84)

no

yes

yes

570

0.98

-0.19**

(-2.15)

3.46

(1.53)

yes

yes

yes

570

0.98

-0.78***

(-7.97)

10.32***

(83.22)

no

no

no

570

0.63

-0.19**

(-2.17)

7.83***

(59.86)

no

yes

yes

570

0.98

-0.17*

(-2.03)

3.32

(1.54)

yes

yes

yes

570

0.98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里是t统计量，其对应的标准误为稳健标准误。

表2作为一个长时段的均值回归结果，虽然从整体上能够识别新旧动能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

但从中国发展实践看，新旧动能在不同发展阶段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是有显著差异的，尤其是旧动能

作用，否则旧动能的惯性不会那么强。为此，表3基于（10）式做了分阶段回归。从表3中可以看到，2001

—2005年，新动能和旧动能都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与前文发现的该阶段双轮驱动的增长一

致。2006—2008年，在控制了新动能影响后，旧动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再显著，表明在这一阶段，旧动

能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开始减

弱。相反，新动能的增长效应显著

增大。2009—2015年因重启积极

财政政策，所以以固定资产投资

为牵引的旧动能势力又被重视，

旧动能的增长效应也的确立竿见

影，而新动能发展因政策转向发

展缓慢。2016—2019年，中央实施

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始发挥作

用，在控制了新动能影响后，旧动

能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抑制效

应，再次证实，依靠旧动能的传统

发展模式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

相比较，在所有阶段，新动能均有

显著增长效应，而且随着全社会

对创新驱动认识的逐步提高，新

动能的增长促进效应逐步增强。

五、结论与启示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已成为新阶段中国经济“增速换挡”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本文立足中央

文件，基于相关理论和已有研究，构建了一套更符合中央文件精神的新旧动能度量指标体系，并对中国

2001—2019年新旧动能转换进程进行了量化评估。研究发现：第一，2001—2005年，中国经济发展新动

能与旧动能都呈现上升趋势，表现出新旧动能双轮驱动经济增长的情形。2009—2015年，伴随着外部环

境恶化，中国经济进入增速换挡期，稳增长压力驱使了宏观调控再次启用积极财政政策，投资驱动重新

新动能

旧动能

_cons

控制变量

省份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N

R2

2001—2005

0.873***

(5.61)

1.049***

(2.99)

10.458***

(51.07)

是

是

是

150

0.503

2006—2008

1.215***

(8.21)

0.086

(0.27)

12.015***

(30.86)

是

是

是

90

0.411

2009—2015

0.912***

(7.33)

0.548***

3.33)

7.611***

(42.19)

是

是

是

210

0.609

2016—2019

2.127***

(21.45)

-0.311**

(-2.30)

11.507***

(60.83)

是

是

是

120

0.696

表3 新旧动能的经济增长效应分阶段回归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里是t统计量，其对

应的标准误为稳健标准误，受篇幅所限，控制变量同表2。表中阶段划分依据：

2005年是宏观调控基调发生转变时期；2008年是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开始；

2009年积极财政政策再次运用；2015年底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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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旧动能势力得到重视，新动能生长有所减缓。2015年年底，中央提出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再次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在一系列政策激励下，2016—2019年，新动能快速

生长，尽管这一时间段经济依然在趋势因素作用下持续下行，但新动能的增长效应却非常显著。整体

看，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新旧动能转换表现出明显的此消彼长特征，但稳增长压力也使得这种此消彼长

不是完全线性变化，而是在稳增长压力增大时，短暂的旧动能依赖和新动能发展缓慢出现。第二，新旧

动能发展趋势存在一定区域差异，不同地区表现出不同发展模式，东部地区以其雄厚的经济基础与先

进的发展模式，新动能生长始终领先全国。第三，在中国省域间，创新要素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让地区

间呈现出新动能的空间相关性。第四，长期看，新动能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正向促进效应，旧动

能对经济长期增长表现出抑制效应。

本文研究发现的政策启示至少有四个方面：第一，在集约化发展和高质量增长过程中，中国始终在

努力推动动力结构的转换，但以新动能为主要特征的增长驱动力依然没能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

力，旧动能对经济所具有的立竿见影短期增长效应使其具有了极强惯性，面对稳增长压力，旧动能依然

有很强生命力，地方政府对旧动能的依赖依然非常强。这一现实说明，即使进入新阶段，中国的高质量

发展依然处于新旧动能的转换进程之中，强大的旧动能惯性需要决策者始终保持对经济增长重回老路

的警惕。

第二，尽管在一系列政策激励下，持续不懈地久久为功，中国的新动能生长非常快，但不时出现的

短期稳增长压力使得新动能培育表现出一定的急功近利，从而导致新动能未能很好发挥其对经济的长

期增长效应，以及以原始创新为基础的新动能生长缺乏友好环境。面对全球科技竞争和内外部环境的

深度变革，培植新动能，壮大新动能，必须始终置于重要位置，确立其国家战略的地位。新动能驱动的经

济发展虽然会遭遇外部冲击，但作为一个发展模式，必须是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

第三，新动能生长，旧动能衰退，并不会自发出现，需要有生长的环境和衰退的激励，所以体制机制

创新是新动能滋长和旧动能逐步退出的重要支撑，通过建立必要的体制机制，激励各级地方政府形

成标杆竞争的公共治理行为，有效扩大新动能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在地区共赢中实现统筹与协调

发展。

第四，新动能逐步取代旧动能的进程中，需要厘清各主体的权责边界和功能定位，避免越位和缺位

现象发生。无论是新动能生长还是旧动能退出，关键的主体应是企业，企业是新旧动能转换的主要实践

者，政府需要为企业的创新驱动发展构筑激励结构。但与此同时，政府也存在自身的新动能生长和旧动

能退出的责任，因为只有政府转变了，市场主体才可能有新旧动能转换的空间。而政府的新动能就是继

续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优化公共政策选择，提供充分而必要的公共服务。

在此基础上，政府需要对新旧动能转换进程做出科学研判，以便及时发现问题，优化政策选择。同时，运

用习近平经济思想，在中国特色和一般规律中建立联系，为各主体的新旧动能转换创新治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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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version Process between the New and the Old Drivers dur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rend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provincial Differences

Wang Ming-jin, Li Yong-you

Abstract: The key to deepening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ies in accurately
judging the conversion process between new and old growth drivers in China, which is not only the foundation for choosing public
policies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fiscal tight balance, but also an important basis for plann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n the
new stage.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authoritative documents,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conversion process of old and
new driver and identifie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its economic growth effect by constructing three-dimensional integrated in⁃
dexes. We have some important findings. Firstly, the new driver and the old driver have generally showed a trade-off, and the
conversion from old driver to the new one has gradually accelerated. From 2001 to 2005, there showed a two-wheel drive in the
economy growth, while from 2006 to 2019, the relative advantages of the new driver gradually became prominent. Secondly, there
were huge gaps between regions, and the rises of the new driver in developed regions were significantly faster than those in devel⁃
oping regions. Thirdly,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spatial correlation in the conversion progress, especially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the new driver between the eastern coastal regions. Lastly, the new driver always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Al⁃
though the old driver can improv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early stage, it hinder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long run.

Key Words: Conversion Process between the New and the Old Drivers; Inter-provincial Differences; Spatial Agglomer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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